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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1881—197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目录
版本学家、文物鉴定家，可惜的是，他一生中大多数时
间，都是为了国家的古籍、文物事业，仆仆道路，席不暇
暖，直至年过八旬，才在年轻同志的帮助下，写过几篇论
文，而其一生所学，大皆并无传承，甚为可惜。其外孙女
王圣思教授曾言：“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实地考察古迹、当
场鉴定版本目录金石碑帖书画为主，与友人则以即兴交
谈、书信往来为多。”可谓实录。因此之故，徐先生对于古
籍、文物方面的研究心得，竟险成广陵散，实在令人感喟
不已。幸而在其晚年，曾得英才弟子而教育之，才使得其
满腹经纶略得流传，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徐森老之接触古籍、文物，应是始于青年时期就读
于山西大学堂之时。崭露头角的森玉先生，受到前辈如
山西学政宝熙的赏识，得以与其畅论古今，并纵览其所
藏，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后来又
得以进入学部，正式参与相关文化事业，先后任职京师
图书馆及后来的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
物院、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等处，对相关文物、古籍
事业都尽心尽力，也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博、图书馆界的
崇高地位。徐森老自而立之年开始投身文化事业，奋力
于此间达一甲子之久。如今两岸之文物、古籍布局，多与
森老当年举措相关，其一身所系可谓重矣。森老晚年先
后主持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筚路蓝缕，最终奠定上
海博物馆作为世界知名博物馆之基础，使得上海博物馆
享其余荫至今，着实令人感佩。

70年前，在当时的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主
持下，上海博物馆正式成立。至 1953年 7月 10日，文管
会召集委员会议，讨论图书、博物两馆与文管会分家事
宜。初议上海文管会迁回天平路办公，主任委员拟郭子
华（山东省府主席），先生副之。图书、博物二馆独立，图
书馆长车载，副馆长李芳馥；博物馆长拟曾昭燏兼，副馆
长杨宽。至 7月 24日，上海图书馆脱离上海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领导，改隶上海市文化局。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址迁
至天平路四十号。但在二馆独立之际，文管会实际上曾
有将数年搜罗、征集、捐赠之文物、图书分家之举，大概
而言，除与古代艺术密切相关的文献之外，其他古籍、碑
帖均划归图书馆所有。虽然当年上博所分得之古籍、碑
帖相对而言数量甚少，但现今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
收藏，就是以此为基础之一发展起来的。

1960年11月，徐森玉先生以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兼任
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副之。自此而后，森老便于上海
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更加负有直接责任。而其对上海
博物馆古籍事业的贡献，应该来说除了本身作为领导所
需要承担的本职工作而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
对古籍人才的培养，再就是对相关门类古籍文献的搜集
和文献体系的建设。而这两点，显然是徐森老从事文博图
书馆事业数十年来一直念兹在兹，并着意留心培养和建
设的，充分展示出他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格局。

人才培养

上海博物馆已故副馆长，著名的陶瓷、钱币、碑帖文
献研究专家汪庆正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文管会
不久，就成了徐森老的学术助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森
老六篇仅见的学术论文，都是与文献相关，基本都是在
汪先生的配合下完成的，如《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两
文，就明确说明是请“青年同志”帮忙的，而这个“青年同
志”，主要指的就是汪先生。汪庆正在《隋龙藏寺碑》一文
中曾经说：“我在徐森玉师的指导下，将这个本子（上海
图书馆藏《龙藏寺碑》）作了一次校勘。”汪氏又有《东汉
石刻文字综述（上）》《南朝石刻文字概述》两文，显然是
在徐森老《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延
伸，可以直接反映森老对于汪先生学术方面的影响。汪
先生曾自述云：“我在 50年代中期，曾追随森老学习碑
帖……”又说：“1961年陈叔通先生携宰平先生的《帖考》
手稿来沪，希望在沪出版，先师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
名义多方奔走，由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如愿，《帖考》手稿
置我案头半年以上……1962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后，连
同原稿退还北京……”还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徐森玉师的主持下，命我联系原
北京庆云堂的张彦生先生以 3000元的巨款征集到宋刻
宋拓的《宝晋斋法帖》一套（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传世所
见其他《宝晋斋法帖》是明翻本，内容全异。”又说：“我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师从徐森玉先生学习碑帖以来，陆
续看到了很多流散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书迹的珂罗版印
本……”都可反映出数十年之后，汪先生于老师教诲之
念念不忘。不仅如此，汪先生在传道授业之时，也常常会
想起老师之栽培之功，如 2022年 1月 28日，汪氏弟子复
旦大学刘朝晖教授曾见告：“汪先生当年和我说起，陈
（梦家）先生是他大师兄。学术他有不懂的，徐森老会叫
他先去请教陈先生。”都能看出徐汪二人之师生情谊。在
他的传授、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学习他的老师徐森老当
年的方法，来着意培养年轻人的某些方面的技能，如
2022年 12月 1日，其弟子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现世茂
文化公司总裁、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李
仲谋先生见告：“（汪）先生经常有意把一些文物爱好者
或收藏者给他的来信交给我们一些年轻人代他回复。记
得有一次他把信交给我的时候，说：‘我以前做徐森老的
秘书时，他就常常把各种各样的信让我回复。那时各个
领域乱七八糟的都有，很多根本都不懂。你怎么办？只好
硬着头皮做，回去赶紧查数据想办法写好回信。还不能
马马虎虎，徐森老要在最后再看一遍。但这样非常锻炼
人，对扩大知识面和深入研究帮助很大。’就这样，几年
来我代先生回了不少信，每次写好后，都拿去给先生过
目，先生很认真地看，提出他的修改意见。”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汪先生晚年尽心尽力所购之安思远旧藏《淳化
阁帖》，经汪先生考证，为存世“最善本”，而细绎其论证
之最要之处，就是利用了拓本中所存《阁帖》刻工一事。
众所周知，利用刻工来断定版本，正是古籍版本学之重
要手段之一。此又可见汪先生活学活用，善于将森老所
授，扩展利用，横向比较，终究夯实其论点的高明与巧
妙。作为业界的标杆人物，汪先生后来虽然并不以古籍、
碑帖方面的专长为人称道，但他显然是起步于此，并时
时刻刻以当年森老所教诲的古籍、碑帖知识为出发点，
经过自己多年不懈的努力，才最终成为文博界的一代传

奇。而古籍、碑帖事业，其实也是汪先生一直所留意和瞩
目的，无论是上海图书馆的翁氏图书回购，还是上海博
物馆的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钱镜堂旧藏明人尺牍、

《淳化阁帖》最善本、甲戌本《石头记》，都是在汪先生的
力推之下，才最终得以化私为公，成为国家所藏的。除此
之外，汪先生对于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方面的藏书
建设，也多有指导，一直用心用力。这些都可以看出徐森
老对文献用心的态度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

文献建设

上海博物馆古籍、碑帖收藏来源较为广泛，主要有
四大类型，即从旧上海市立博物馆接收者，从上海市文
物管理委员会移交者，各收藏家及其家属捐献者，以及
建馆以来陆续征集购买者。而此中又尤以从上海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移交者为多。1949年 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元帅命组织上海市文管会，下设图书、古物二室及
一征集组，聘柳诒征先生任图书组主任。此时征集、辨
别、分类、著录图书之各项大概，皆可见于柳先生之《劬
堂日记钞》及《检书小志》中。而当时征集之典籍，虽然大
部分在 20世纪 5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建成后移交，但仍
有部分遗存，构成了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之基础。
除此之外，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的另一主要来源就是诸
位收藏家及其家属的捐赠，如现存古籍封底多有注一

“荫”字者，就是著名收藏家李荫轩先生的旧藏，1979年
随同李先生其他藏品一起捐赠上海博物馆。而老馆长徐
森玉先生的旧藏，则在封底都注有“徐森玉”字样。

根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会史（初稿）》介绍，在
1953年上半年将文管会文物图书分别划拨上海图书馆和
上海博物馆之后，至 1958年 9月份止，又接管图书共达
221455册之多。当然，这之中主要是普通图书为主，但也
包括了不少的“善本和珍贵善本”；又有一些藏书家如金
山高氏、金山姚氏、海宁朱氏、平湖金氏、吴江薛氏和刘晦
之、柳亚子先生等等先后捐赠藏书于文管会。这些书中，
不少都是罕见的抄本、刻本、校本和稿本，共计30批次、
26342册；当时文管会收购的各类善本又有1311种6266
册。所有这些珍贵的图书、拓本等，后来大都又拨交给了
上海图书馆，但仍有一些留存于上海博物馆中，如开宝八
年吴越国王钱俶刻杭州雷峰塔出《陀罗尼经咒》、明清以
来各家诗翰数千通等。当时又以上海文管会名义先后影
印元郭畀《客杭日记》、清初刻本《赵定宇书目》等，使得这
些珍贵文献化身千百，不虞放失。这些都反映出包括徐森
老在内的文管会、博物馆领导对于文献的重视。

徐森老个人对于上博的文献建设方面的贡献，则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身体力行参与文献的征集，一
是在其逝后其家属将其家中所藏文献全部捐献于上博。

关于徐森老亲身参与文献征集一事，因资料缺失，
现已难于一一重述，但关于他当年力主征集《萝轩变古
笺谱》一事，据方行《文献选编二三事》一文中的记述，就
很能代表森老对于文献之重视。方行在文中写道：“‘文
革’前，浙江拿来一部书，请徐森玉鉴定。徐森玉是上海
博物馆老馆长、版本专家，老夫子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
一看到书竟跳了起来，叫道：此书居然还在人间！那书就
是《萝轩变古笺谱》，是明朝天启年出版，这可是孤本了。
书鉴定完，徐森玉不肯还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来鉴定
的，不是来卖书的，但老头子无论如何不肯还。当时浙江
宣传部的部长是上海调去的，我建议去找石西民，因为
石西民原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浙江的那个宣传
部长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说要去拜望石西民，我
说他很忙啊，徐森玉说没关系，我六点钟到石西民家门
口去等好了。后来石西民找到我，说老方，那个老头子找
我要干嘛？我说如何如何，石西民说，让他千万别来啊，
他老夫子六点钟等在我门口不象话啊。我就对石西民讲
了书的事情，请他和浙江讲讲看，让浙江省委压下去。浙
江省委和对方商量后说，实在不行就交换吧。开价大得
很，要十六张明清书画，郑板桥是最起码的档次。我们

‘上博’一口答应。这才换来了这本《萝轩变古笺谱》。”
《萝轩》一书在 1963年归上博所有之后，在次年的 2月，
文物出版社就来联络影印出版，并获得了徐森老的支
持。到了 6月，朵云轩又来联络，希望能够复制出版。但
之后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化，这一想法直至 20世纪 80年
代初才在方行主持下得以落实。

另据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撰文云：“汪庆正先
生曾动情地说：‘我的老师徐森玉说过，今后有几件东西
一定要弄回来……《淳化阁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
以后一定要弄回来。……这四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
的祖宗，如果不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
国。’20世纪 80年代，消失多年的《淳化阁帖》出现于香
港的一次拍卖会上，立刻引起国内文博界的极大关注。
可惜当时由于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余力收回这件国宝。
后来又几经辗转，这几卷《淳化阁帖》被美国的安思远在
纽约市场上拍卖购得。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轰动
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从美国传来消息：
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看到了展览报道，有意出让珍藏
多年的《淳化阁帖》，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文物回到
中国的怀抱。此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立刻意
识到了机会的难得。数十年来，他从来不曾忘记徐森老
的嘱托和牵挂，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淳化阁帖》的动向。”
可见，此一最负盛名的《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购，其
实也是一桩弟子使得老师多年夙愿得偿的佳话。又据郑
重《王安石两种遗作的回归》一文中描述：“对于这段历
史情节，作为徐森玉的秘书汪庆正，当时他和徐森玉、谢
稚柳在一个办公室，他回忆：这两件东西在‘文化大革
命’之前，大概是 1962年左右，徐森老就曾想办法去弄
回来，谢公（稚柳）也知道，就在办公室里不止一次谈这
件事情。正好那天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来上海，他就把
我拉出办公室说：‘小汪，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听说你
们在寻王安石手书经卷和《王文公文集》？’我说：‘是
啊。’赵万里说：‘《王文公文集》这件东西，你无论如何跟
徐森老说说，要拿到北京去，不能留在上海，这是全国最
重要的东西。’我说：‘你太心急了。’赵万里就说：‘我请
你吃饭。’其实这件东西是想通过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
去寻找，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施。赵万里觉得指
望我是不行了，他就回到办公室亲自跟徐森玉讲，说：

‘今天我请客。’徐森玉说：‘哪里去吃？’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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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印象

青铜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之一，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兔子
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人类的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商周时代是青铜器的鼎
盛时期，青铜器中出现了大量的鸟兽形象和
纹饰，兔形的文字、形象和纹饰也开始出现。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出现有兔形文字
或族徽，如妇好墓出土的26件青铜器上有

“司兔母”的铭文（图一），台北故宫收藏的商
代“子兔泉”觚上也有兔形铭文（图二）。虽然
商代铭文中有兔形的文字或族徽，但是青
铜器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兔形纹饰和器形。

西周时期，兔形的器物和纹饰逐渐出
现，如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曾侯墓出土的
西周早期兔钮铜盉（图三）、洛阳博物馆收
藏的兔纹铜觯、山西曲沃县晋国博物馆收
藏的青铜兔尊、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
铜立兔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戈己双兔耳
簋和青铜双兔车軎等。

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兔纹铜
觯（图四），197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北窑铁
二中，通高 13厘米、口径 6.9-8.2厘米、底
径 7.2厘米，腹径最宽处 8.5厘米。器型瘦
高，呈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
的8只小兔子作半蹲踞姿势，长耳斜竖，短
尾翘起，阴刻圆眼，中间点睛，嘴巴微张，似
吃草状。这些兔子或相对而视，或相向追
逐，生动形象，妙趣横生。这种写实性的兔
纹形象，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罕见。

晋国博物馆收藏的 4 件青铜兔尊，
1992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
墓地。这4件青铜兔尊分为两种款式，第一
种为兔形敞口长颈尊（图五），器物通高29
厘米、长 31厘米、宽 18厘米、口径 18.2厘
米，整个兔尊造型独特，形象生动逼真，兔
作匍匐静卧状，双目前视，两耳向后并拢，
四腿蜷曲。兔尊腹部中空，与背上突起的喇
叭形长颈相通，尊口粗硕，为圆角长方形，
足下有一低矮的长方形底座。第二种为兔
形尊（图六），出土3件，除无敞口长颈外，
形制和纹饰与第一种基本相同，唯大小相
次。兔形尊甲长 20.1厘米、宽 7.2厘米、高
10.9厘米，兔形尊乙长20厘米、宽8厘米、
高11厘米，兔形尊丙长36.6厘米、宽13厘
米、高20厘米。3件兔形尊背上均开长方形
口，口上有环钮器盖；兔身两侧饰三层依次
凸起的圆形纹饰，由里向外依次是涡纹、四
目相间的斜角雷纹和勾连雷纹。这4件兔
尊为晋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之作，采用写实
的艺术表现手法，躯体各个部位肌理凹凸
分明，器盖或大敞口设计与兔身浑然一体，
中空的腹部可以盛放祭祀用酒，完美实现
了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和谐统一。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兔形立尊（图
七），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立兔形尊。兔子
通高 13.5厘米、重 0.6公斤，三瓣豁嘴，四
瓣蹄足，两耳上举，短尾下伏。全身虽素面
无纹饰，但整体造型十分灵动写实。尊背
上还有一只伏卧的小兔作为器盖的钮，虽
然形体很小，但鼻眼清晰，相当传神。它与立
兔相结合，好似表现一只原本安安静静伏
卧在草丛中休憩的小兔，突然被惊醒，当即
站起身来四下观望，并随时准备逃跑的场
景，艺术构思十分精妙。兔尊颈上铸有2行
13字铭文，标明它是当时一位名叫典的贵
族，因为周王命令小臣丰赏赐给他一件较
正弓的用具，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而制作的。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戈己双兔耳簋（图
八）为清宫旧藏，器物通高 15.9 厘米、宽
25.8厘米，簋体呈圆形，腹部两侧有双耳。
簋耳上部装饰为兔首，兔首两耳向后并拢，
双目圆睁，显得非常灵动有神。簋耳下部的
小珥演化为兔足，整个簋耳的造型将一只

弯腰弓背的兔子活灵活现地融进了青铜器
当中，青铜簋内底铸有铭文“戈己”二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双兔车軎（图
九），器物通高8.8厘米、宽15.6厘米，两只
兔子反向卧于軎筒之上，臀部相连。双兔造
型基本一致，相互对称，均为俯首屈腿，圆目
长耳，圆腹中空，外饰云纹。车軎是古代车上
的重要部件，位于两个车轮的外侧，用于固
定车轮，将軎套于轴的最外端，防止轮子脱
落。青铜双兔车軎铸造精良，造型生动活泼，
兔的形象写实，在西周车饰中较为少见。

汉代之后青铜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青铜器中兔子的形象和纹饰发现较少，目
前见到的有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汉立
兔杖首、咸阳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兔、观复
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错金兔符、中国国家博
物馆收藏的汉代兔形青铜水盂、清代青铜
兔首等。而在隋唐时代，月宫主题的青铜
镜和十二生肖青铜镜流行，兔形纹饰在青
铜镜中也大量出现。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汉立兔杖首
（图一〇），1956 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
山，通高10.7厘米。兔立于圆形座上，仰首
挺胸，大眼凸睛，尖嘴豁唇，长耳竖立，短
尾上卷，前腿直立，后腿半蹲，作观望状，
并以短阴线表示体毛及鬓须。其下有圆
銎，应系杖首。杖多用竹、木制成，容易腐
朽，因此出土时杖身未存，只见杖首。这种
饰以动物形象杖首的手杖应为权杖，为古
滇王国贵族权力等级的象征。

咸阳博物院收藏的汉代青铜兔（图一
一），长1.8厘米。兔子呈伏卧状，两前足前
伸，两后腿弯曲，健壮的体型，翘起的臀
部，长长的耳朵，圆睁的眼睛，似乎在密切
地观察周围的动静，一旦有危险就立刻逃
走。这只青铜兔子虽然在材质上没有玉质
兔子精致漂亮，但古代工匠们依然将它铸
造的生动形象、憨态可掬。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兔形青铜水
盂（图一二），195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出土，器物通高5厘米、长15厘米，水盂
为文房用品，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的砚
滴。中国古代的砚滴多取与水有关的动物
形象，此砚滴为扁圆形，青铜兔呈伏卧状，
圆目突出，双耳贴后，兔嘴前伸为注水的
砚滴。青铜兔刻画有健壮的四肢，后腿弯
曲，前肢向前伸出，正好托住注水的砚滴。
整体造型小巧雅致，为汉代文房珍品。

观复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错金兔符（图
一三），为一剖两半，两面均有错金篆文，
是罕见的早期青铜兔符实物。青铜符在古
代军事上较为常见，大多为虎符，兔符则
较为少见。这件兔符长 8 厘米、宽 2.5 厘
米、高2.9厘米，为三国至晋代间器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大吉”
月宫镜（图一四），为八瓣菱花形，有一圈
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中央为龟
钮，镜钮上方左侧为腾空奔月的嫦娥，右侧
为枝繁叶茂的桂树；镜钮下方有一潭池水，
左侧是持杵捣药的玉兔，右侧是作跳跃状
的蟾蜍。外区饰蝴蝶、花朵及云纹。整个镜
面纹饰突出了月宫的主题，构图十分新颖。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青铜兔
首（图一五），是北京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
原十二生肖铜像之一，曾流失海外。兔首
铜像为写实风格造型，既有浓郁的中国传
统审美趣味，也融合了西方造型艺术的特
点。铜像铸工精细，绒毛等细微之处皆一
凿一凿锻打而成，身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
微之处，清晰逼真。铸造兽首材料为当时
清廷精炼的红铜，内含诸多贵重金属，外
表色泽深沉、内蕴精光，历经百年风雨而
不锈蚀，堪称一绝。

兔子机灵敏捷、可爱温顺，一直为人
们所喜爱，也常见于各类文物的纹饰之
中。在文物世界里，兔子通常以四种不同
形象出现：一是作为动物本身，表达丰富
的自然生活；二是作为灵兽的一种，表达
祥瑞之意；三是作为玉兔，描绘神话中月
宫与嫦娥的生动画面；四是作为生肖之一
卯兔，成为纪年或者个人属相的代表。在
昆明市博物馆的文物中，就藏着这几种兔
的形象，并向我们讲述着它们的故事。

明青花兔纹碗（图一） 明晚期，通高
3.7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4.7厘米。敞
口，弧腹，圈足。内口沿绘青花斜线菱纹边
饰，外壁素面无纹。釉色灰暗，青花呈色蓝
黑。釉底，无款。碗心馒头底突起，绘青花
兔纹装饰，兔在草丛中回首张望，眼神泛
光，口吻微张，形态写意，似乎在向人们分
享着它开心喜悦的心情。

明青花兔纹杯（图二） 明晚期，通高
3.5厘米，口径 5厘米，足径 2.3厘米。口外
撇，深直腹，圈足。内心绘青花兔纹，兔纹

外饰青花单圈弦纹，外壁素面无纹。釉色
泛青，青花呈色灰蓝。砂底，无款。

兔子在古人心中被视为灵物并代表
了吉祥的寓意。古代人们在日常使用的碗、
杯中绘制兔纹不仅是对兔子的喜爱，也是
对自己生活一种美好的愿望。在古书《瑞应
图》记载：“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说
明了兔圣洁幸福、平安祥和的象征。

明陶兔（图三） 通长 9.7 厘米，通高
6.2厘米。口微闭，双目突出，长双耳，四足，
小短尾，底中空，跃跃欲试造型生动形象。

中国古代自古以来“事死如生”的观
念，即死后世界是生前世界的复制。陶兔
作为随葬器物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兔子在
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它不仅在生
前，死后也要为墓主带来祥瑞。

明青花十二生肖盖罐（图四）通高38
厘米，罐高33厘米，口径14厘米。唇口、直
颈、丰肩，腹至底部渐收，平底。这件青花
瓷器装饰与众不同，除绘有青花纹饰外，
在肩腹部和下腹部分别堆贴模印十二生

肖纹，分为上
下两组，每组
六个生肖图案，
形态各异。

元明时期云南
普遍实行火葬，主要葬具就是陶瓷质地的
火葬罐，明青花十二生肖盖罐就是其中一
种，十二生肖不只以普通圣灵融入人们生
活，其自然习性被人们赋予诸多文化意
义，例如兔的文化象征意义：机智、谨慎、
技巧。从动物上升至神格，接受尊崇和膜
拜。此时的陶瓷罐，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生
活用品，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已经成为云
南人生命中的一个句号。

从在原野奔跑的自然之兔到月宫中
捣药的玉兔，再到各种质地造型不一的兔
子文物，在时空的长河里，兔文化越来越
浓厚，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部
分，不平凡的兔子似乎在跨越时空的长河
与我们对话。

（感谢李兴力校核文物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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